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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論•觀察•隨筆

眾所周知，在上世紀70年代末，

中國之所以能夠掉轉船頭，實行改革

開放，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以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先導。甚至可

以這樣認為，沒有真理標準的大討

論，沒有對社會主義實踐歷史教訓的

深刻反思，就不會有近三十年的經濟

體制轉軌的歷史進程，也就不會有今

日中國的深刻變化。

一　中國改革開放歷史
　起點的重要背景

一種流行的看法是，1978年底召

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與十一屆三中

全會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起

點。但凡是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會承

認，在這為期四十一天的中央高級幹

部會議上，改革開放不是會議的主

題；即使涉及到改革，也只是根據四

個現代化的要求，從改革經濟管理體

制出發，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

極性，以煥發出經濟管理體制的活

力。幾乎每一位會議親歷者在當時都

沒有意識到，在這次歷史性會議之

後，中國將會放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

制，走向現代市場經濟。

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一次失控

的會議。會議沒有按照組織者既定的

議題展開，而是突破原有議題，對黨

的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進行了深刻的

反思與清算：一方面，黨的高級幹部

（即「文革」下台派）提出了歷史上的冤

假錯案問題，強烈要求中央進行徹底

平反；另一方面，當有人對「真理標

準討論」提出質疑後，引起眾怒，與

會者群起而攻之，揭露和批判「兩個

凡是」，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最終，會議組織者順應了大多

數與會者的呼聲，同意平反歷史上的

冤假錯案，肯定「真理標準」的大討

論，由此確立了實事求是的組織路線

和思想路線。應該說，黨的高級幹部

會議開成這樣，確實是始料不及的，

但的確反映了當時黨內絕大多數人的

真實意願，是人心所向。

鑒於這次會議提出了很多問題，

意猶未盡，遂根據葉劍英的提議，在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召開了中央

理論工作務虛會。本來，這次會議應

該是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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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思想解放的延續，成為意識

形態領域中一次重要的「撥亂反正」會

議，為即將展開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實

踐，在意識形態上奠定合法性基礎。

但由於種種原因，它錯過了這次難得

的歷史機遇。

理論工作務虛會由剛上任的中宣

部部長胡耀邦主持，他倡導與會者要

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

鎖，充分發揚理論民主。胡耀邦的引

導發言，使黨內高級知識份子備受鼓

舞，人們衝破思想束縛，大膽倡言，

涉及的領域包括：對「文革」的定性、

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評價、批判個人

崇拜、反對皇權專制與領導職務終身

制、人治與法治、建黨原則和體制、

思想禁區、以言獲罪、發揚民主等諸

多敏感問題，其思想解放的程度是前

所未有的。然而，這些重要的思想探

索，招致黨內一些人的反感。他們認

為，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

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

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

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1在

重大分歧面前，3月30日下午，鄧小

平發表了長篇重要講話〈堅持四項基

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

遂使當時的思想大交鋒戛然而止。

與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會議一

樣，這次會議的結果超出了組織者的

預料，致使胡耀邦在會議結束時說：

「大家希望對這次會議作個評價，我

想還是將來讓歷史來做結論吧。」2

在這Í，有必要提及的是，鄧小

平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做

了一段很重要的說明。他說：「這些

原則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卻都有新的意

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

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是一

項十分重大的任務，既是重大的政治

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這決不

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所能完成的

工作，而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

崇高的創造性的科學工作。」3

但遺憾的是，鄧小平提出的「重

大的政治任務和理論任務」始終沒有

被意識形態當局認真對待。此後，每

當人們試圖根據新的社會實踐重新解

釋「四項基本原則」時，一些人就以教

條主義的方式將其視為另類，扣上「精

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

演變」等政治帽子，以致形成這樣的

局面：「四項基本原則」成為極少數人

全面否定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一

有機會就用「四項基本原則」攻擊黨的

改革開放政策。

現在，回顧改革開放之初這段歷

史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正是由於這兩

次中央高層會議的結果事與願違，致

使中國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了

一幅極不和諧的歷史畫面：一方面，

中國逐步拋棄了傳統的社會主義模

式，經濟體制從計劃走向市場；但另

一方面，意識形態卻依然故我，仍停

留在傳統的社會主義階段。

二　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
的尷尬境地　　　

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開放之初的

「四項基本原則」為人們的實踐探索劃

定了意識形態的邊界，致使中國的市

場化改革走了一條規避意識形態風

險，甚至用理論教條剪裁社會實踐的

奇特路徑。

例如，在1978年特大旱災的背景

下，安徽、內蒙、貴州等省在農村採

取了「借地度荒」的權宜之計。但這一

「借」就一發不可收拾。憑藉歷史的記

憶，這些地區的農民群眾自發地搞起

了分田單幹、包產到戶。在短短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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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少數省份的包產到戶猶如星星

之火迅速擴展，逐漸形成燎原之勢，

作為集體經濟標誌的人民公社岌岌可

危。面對這種勢不可擋的潮流，在意

識形態領域中引發了「陽關道」與「獨

木橋」的大爭論4。出於對廣大農民

群眾積極性的保護，同時礙於意識形

態的限制，中央決策層不得不將分田

單幹、包產到戶定性為社會主義性

質，並冠之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的稱

謂。也就是說只有當意識形態將其合

法化了之後，由廣大農民群眾自發搞

起來的包產到戶才最終取代了傳統的

人民公社體制。

又如，文革結束後上千萬的知青

返城，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釋放出上

億的剩餘勞動力，面對強大的就業壓

力，傳統體制喪失了原有的配置能

力，不得不讓人們「自謀生路」，由此

萌發了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然而，

圍繞私營經濟的僱工問題，在意識形

態領域又展開了「七上八下」的大討

論。黨的理論工作者煞費苦心，從馬

克思《資本論》（Kapital）第一卷第三篇

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

中，考證出劃分「小業主」與「資本家」

的界線。即按馬克思的計算，僱工八

人以下就為小業主；而超過八人，則

為資本家。以此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

濟學的衡量標準，從而使「七上八下」

成為劃分剝削與否的政策界線。然

而，實踐可不管這套說辭，企業該僱

用多少人是由經營規模和市場需要而

定。因此，在很長時間內，私營經濟

就是在這種「未婚先孕」的情況下逐步

發展起來，直到1988年通過的《憲法》

修正案，才正式為私營經濟頒發了

「准生證」，將其視為「社會主義公有

制經濟的補充」。

再如，計劃經濟體制下，沿海省

份由於地處「海防前線」，國家很少配

置經濟資源，因而長期得不到發展。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當

習仲勳提出利用臨近港澳的有利條

件、在廣東搞出口加工區的建議時，

又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竟有高層

領導提出，在廣東省7,000公里長的邊

界上拉上鐵絲網，將廣東與閩、贛、

湘、桂隔離開，其意在於防止資本主

義的洪水猛獸湧進來。即便是在中央

正式決策創辦經濟特區以後，也仍然

不斷有人發出責難：「把外國和港澳的

私人資本引進來，符合馬列主義原則

嗎？」特區會不會成為新的「租界」和

「殖民地」？甚至有人認為，特區除了

國旗是社會主義的，紅色的；其他的

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是白色的5。

這些指責致使鄧小平不得不在1984年

和1992年兩度親臨特區，為經濟特區

撐腰打氣。

國有企業可謂是意識形態最「堅

挺」的領域了。由於將國有經濟視為

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標誌，國有企業

改革便在不改變國家所有權的前提下

推進，先後搞了擴大企業自主權、兩

步利改稅、企業承包制、轉換經營機

制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然而，國有

企業的狀況不僅沒有顯著改善，反在

1996年陷入全行業淨虧損的境地。國

家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出台

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措施，不得不

進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最終將

國有企業迫上了產權制度改革的道

路。這樣一來，又遭遇到意識形態的

強烈反擊，責罵之聲至今不絕於耳。

今天看來，這些幾近荒唐的故

事，在當時卻經歷了異常嚴肅、且十

分激烈的思想衝突。長期以來，為了

維護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不得越雷

池半步，致使傳統的意識形態在面對

偉大的社會實踐時，處於一種極為尷

尬的境地：傳統意識形態所固守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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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三大特徵：公有制、計劃經濟

和按勞分配，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

中被逐一攻破，但卻仍然要在市場

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的限制詞；

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主體

多元化與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已經

形成，而在意識形態方面，卻仍然

執拗地堅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

一步調、統一行動；致使中國社會的

經濟基礎與國家奉行的意識形態大相

逕庭。

三　意識形態變革滯後的
嚴重後果　　　

如果我們能夠循@近三十年來的

路徑，繼續將市場化改革向縱深推

進，那麼，規避意識形態的風險，暫

且繞開一些敏感問題，也不失為一種

政治策略。但現在的問題是，再向前

走，意識形態的障礙已橫在面前，繞

是繞不過去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

到了進退維谷的關鍵時期。

一方面，極少數人以傳統意識形

態為「旗幟」，裹挾民意，將出現的社

會問題歸罪於市場化改革，企圖重蹈

覆轍，退回到計劃經濟的年代。

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自改革開

放以來，每當實踐向前跨越一步，便

會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引發激烈的爭

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既定的意

識形態是對已有制度合法性的詮釋，

人們一旦衝破現存制度的束縛，試圖

去創建一種新的制度，那麼在傳統意

識形態看來就是非法。正是由於意識

形態方面的一成不變，為一些固守傳

統、反對變革的人們提供了「合法性」

依據，致使極少數人從僵化的意識形

態出發，無視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

巨大進步，全面否定黨的改革開放路

線。在他們看來，中國自1978年以來

受西方意識形態的「操縱」，已經完成

了「資本主義復辟」。他們利用普通百

姓的不滿情緒，以弱勢群體的「代言

人」自居，將出現的一切問題歸罪於

市場化改革。他們主張重搞「文化大

革命」，清除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

派」在各個階層的代理人，主張退回

到計劃經濟集權統治的年代。尤其危

險的是，這種觀點不僅容易蒙蔽廣大

民眾，而且與傳統意識形態的宣傳基

調相吻合。如果這種意識形態延續下

去，就極有可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喪

失合法性，斷送業已取得的巨大實踐

成果。

另一方面，在傳統意識形態的保

護下，特殊利益集團與政府行政權力

相互勾結，不斷地蠶食國民財富，造

成社會矛盾危機四伏。

長期以來，出於意識形態的考

慮，對於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

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

要保持絕對的控制力，從而為國家繼

續把持@龐大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

提供合法性基礎。這就是為甚麼經過

近三十年的體制轉軌，我國的經濟基

礎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但國家通過國

有經濟、尤其是國有壟斷部門攝取國

民「利潤」6的制度機理並未發生根本

轉變的重要原因。政府集規則制訂

者、執行者與監督者於一身，且具有

不受限制的強大權力；而佔有強勢地

位的特殊利益集團，要麼是政府的一

個部門，要麼與政府具有千絲萬縷的

聯繫。當政府與特殊利益集團形成了

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利益格局時，

勢必形成強勢集團不斷獲益、弱勢群

體不斷受損的結果。正如現實所展示

的那樣，在現行法律和政策的保護

下，政府與特殊利益集團可以合法地

從土地市場中獲取級差地租，從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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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獲取融資收益，從壟斷價格中

獲取超額利潤，肆意剝奪農村集體土

地所有者、社會公眾投資人和廣大消

費者的權益。應當說，特殊利益集團

與政府行政權力相互勾結，是當前社

會矛盾日益激化的總禍根；而要從根

本上扭轉這一局面，首先就要突破意

識形態方面的障礙。

上述兩方面的傾向，值得我們高

度警惕。我們在強調意識形態為現存

制度提供合法性詮釋的同時，也必須

指出，意識形態具有雙重功用：它既

是舊體制的「穩定劑」，又是新體制的

「催化劑」。一旦人們的切身感受與意

識形態的說教不符時，就要試圖改變

已有的「世界觀」，使人們的思想認識

與真實世界一致起來。因此，一種成

功的意識形態必須具有較大的彈性，

必須根據人們的社會實踐不斷調整，

從而達致與時俱進的效果。

四　意識形態的變革要
與時俱進　　

2007年，《炎黃春秋》第2期發表

了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

途〉的文章，在理論界引起極大反

響。在我看來，謝韜文章的重要價

值，既不在於恩格斯曾經說過甚麼，

或者沒有說過甚麼；也不在於究竟是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考茨基

（Karl Kautsky）修正了馬克思主義，還

是列寧、斯大林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謝文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撼動了傳統

意識形態的根基，為人們進入理論禁

區打開了一個缺口，為實現思想自由

與民主討論提供了一個平台。

當前，中國改革所面臨的緊迫形

勢，客觀上要求我們不能繼續用傳統

「教條」去束縛鮮活的社會實踐，而是

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不斷調整意識

形態，真正使之成為深化改革的強大

推動力。

意識形態變革最首要的任務是，

創建一種寬鬆的民主氛圍。長期以

來，由於中國具有幾千年皇權專制的

社會基礎，加之列寧、斯大林社會主

義模式的影響，在意識形態方面，過

於強調集中、統一和步調一致，而忽

略了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自由

發展的條件，致使人們的思想自由受

到極大的束縛與壓制。值得注意的

是，最近出現的一個可喜的變化是：

謝老的文章發表後，眾說紛紜，既得

到認同者的交口稱讚，也受到反對者

的口誅筆伐。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

並沒有採取以往的慣用手法，上綱上

線，亂扣帽子，而是保持一種寬容的

態度。應該說，這是一種社會的進

步。所謂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

目的，而是一種機制，一種環境，就

像空氣、水分和陽光一樣，是生命賴

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7。其核心理

念是：主權在民，權為民授；權力的

行使要有民眾參與、民主監督與制度

制衡。因此，民主的主體是人民。實

際上，允許人們自由發表不同意見，

不僅不會構成現實的威脅，而且通過

平等的民主討論，有助於人們去偽存

真，求同存異，探尋謀求人類幸福的

共同道路；而真正構成威脅的是將一

種思想絕對化，放在至高無上的位

置，從而制約了人們的創新行為與社

會的進步。

第二，意識形態要具有時效性。

我們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指

導思想，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

物。如果我們視馬克思主義為科學而

非迷信的話，就應該公正、客觀、歷

史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一百多

年前形成的思想，之所以能夠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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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億人的社會實踐，就是因為在他

的學說中貫穿了一條人道主義的主

線：從研究人的本性開始，到分析人

的異化，最終到追求人性的復歸——

創建一個使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社會；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馬克思學

說對人類文明寶庫的歷史性貢獻。但

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在馬克思、恩

格斯晚年及其身後，資本主義社會逐

步顯示出較強的調整能力和巨大活

力。馬克思生前所指出的有別於空想

社會主義的現實道路，即階級鬥爭、

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在很大程

度上已經不適用了。對於這一點否

定，不僅不意味@對馬克思主義的貶

低，反而只意味@我們對馬克思主義

的尊重。我們不能苛求歷史偉人為其

身後的人類社會提供一切現成的答

案。因此，要使意識形態具有生命

力，就要破除迷信，歷史地對待馬克

思主義；同時，更要注重汲取當代人

類文明的先進成果，根據客觀實際的

變化，賦予意識形態新的內涵，以使

意識形態能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實踐

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詮釋。

第三，營造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意

識形態。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中

國已經形成社會主體多元化與利益主

體多元化的格局。人們從各自的立場

出發，提出不同的政治訴求與經濟訴

求，是一種十分自然且正常的現象。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仍然要求用一

種思想統一人們的認識，就顯得不合

時宜。為此，意識形態應具有包容

性。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

等、博愛，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

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類

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不是資本

主義所特有的。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所

謂「西化」、「自由化」對其一味加以否

定和排斥。

中共十七大召開在即，我真誠

地希望，黨能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作出

重大調整，真正建立起符合客觀實

際、鼓勵人們創新精神、推動改革開

放向縱深發展的與時俱進的意識形態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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